
探索与争鸣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
———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

许苏民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王亚南、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史

之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助于廓清目前

“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其中，胡绳阐述的如何区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马

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廓清否认民主与专制之本质区别的模糊认识；王亚南关于中国古代官

僚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廓清盲目追随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说”的

理论误区；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

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廓清以程朱理学为“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认识

误区。

关键词　胡绳　王亚南　侯外庐　唯物史观　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

　　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是以胡绳、王亚南、侯外

庐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意气

风发地驰骋于学术前沿、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代。

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

一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方面取得

了卓越的成就，提出了很多极为深刻的见解。他们

的思想对于廓清目前“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三大理论

误区———否认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盲目追随钱

穆“中国式之民主说”、否认程朱理学为专制政治之

护符的观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一、以唯物史观为依据，
分清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

　　 张分田先生认为，“自由主义民主”鼓吹“多元

化”，批评“整齐划一”，却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实

现民主观的整齐划一，从而陷入了自设的悖论之中。

他反复致意：分别专制与民主不是分析历史、判定价

值的可靠尺度；对于政治制度，“很难简单地以专制

或民主判定优劣”；专制中有民主，民主中有专制，民

主也曾铸就暴政①。———如此等等，好一派不谴是

非、无可无不可的庄禅风格！好一派非本质主义的

后现代气象！不意我素来敬佩的张分田先生也成

“后教授”了，他居然要用这一套“超越时代”的想法

来“重建中国思想史知识体系”！

然而，“好”却不一定“对”。民主的模式虽有多

种，最基本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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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分田：《“专制”问题论纲———关于“重建中国思想史知识体
系”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主义民主或马克思主义民主。需要追问的是：“多”

之中难道就没有“一”么？不同模式的民主难道就没

有民主之所以为民主的共通的深层精神本质么？也

许“后派”会对我这样“过时的”的本质主义提问方式

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我还是要提出这一问题。我

以为，胡绳的《理性与自由》一书所阐明的唯物史观

的基本学理和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走向的认识，就

是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解答。

《理性与自由》一书是胡绳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撰

写的关于文化论争的论文结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

是针对钱穆的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和冯友兰的新理

学、贺麟的新心学的。与钱穆的“中国式之民主说”

相呼应，贺麟、李长之、谢扶雅等人提出了中国传统

文化“人本主义说”。———既然自秦迄清的中国社会

是民主社会，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传统思想自然也

就是“人本主义”了，二者真可谓珠联璧合、相映生

辉。然而，“不识时务”的胡绳却偏要大讲民主与专

制的本质区别。

既笃信唯物史观、又熟悉近代启蒙思想的胡绳

认为，民主之所以为民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人的

尊严和人的权利的尊重。他说，关于人的尊严和人

的权利的近代人本主义思想是民主观念的理论前

提，民主观念就是从近代人本主义思想里发展出来

的。他在１９４３年发表的《思想的漫步》一文中指出，

用作西洋名词的翻译，人本主义的原文可以有两个

名字：ｈｕｍａｎｉｓｍ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ｍ，假如是后者，那

就不过是一种重视人的思想；假如是前者，在中文里

也有人译作“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那是到了欧

洲文艺复兴期才勃兴的一种新的思潮，其内容却不

是用重视人这一点就可以包括得了的。既然学者们

把人本主义当作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译文，那么，人本主义

就不能不和欧洲近代的黎明期———文艺复兴期的

“人的发现”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人的发

现”，也可以说是“人的自觉”：指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主的决定能力。不像中世

纪那样，一个人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都已由宗教的

教条死死地预定着了。相反，一个人在思想行动上

应该是自由的。所谓“人的发现”，又包含着人与人

之间的相互承认与尊重的意思，每一个人不仅把自

己看作独立的人，而且也把他人看作独立的人，也同

样有独立的思想与行动的权利与能力。胡绳强调指

出：“为了民主生活的发展，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是非

常需要接受人本主义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洗礼的。”①

从这样的人本主义的意义上来看中国传统文

化，胡绳指出，固然从中国过去的文化思想中并不是

找不出一点人本主义的要素来，但是从根本上说来，

中国旧思想中无论哪一个流派都并不是人本主义

的。墨家思想多带人本主义的成分，但是他们讲尚

同，讲天志，讲明鬼，那又是非人本主义的了。只有

在他们那兼爱尚贤的思想和行侠的精神中还流露着

人本主义的气味。道家思想虽然像是向往于独立自

由的生活，但其实却是出发于以人为刍狗的悲观心

理，而企图在心理上得到超脱的境界，这种思想与人

本主义也是根本对立的。至于儒家思想，纵然可以

找出若干人本主义的成分，但从根本上看，儒家思想

并不是人本主义。以为儒家思想是人本主义的唯一

理由是，儒家思想学说以人伦观念为中心，但是，儒

家的人伦观念不仅不足以证明其为人本主义，相反，

恰恰证明它不是人本主义。因为，凡人的思想行为

由独断的教义所严格地规定着，无论这教义是宗教

的还是伦理的，那都是反乎人本主义的。倘以为一

种思想，只要它讲到人，就可算是人本主义，那是对

人本主义的歪曲②。

胡绳特别赞赏《三民主义半月刊》上一篇译自

《自由法国》杂志上的文章，其原标题是《专制主义与

蔑视人道》，译文题为《人的兽性时代》。胡绳引述了

该文的内容，说希特勒极端蔑视民众；而对其党员的

要求则有两条，一是忠实，二是“你们尽管发财”，从

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作恶的犯罪团体。胡绳据此发挥

说，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专制主义，法西斯统治者

不仅不把民众看作人，而只看作愚蠢的牛马，而且也

不把自己的党羽看作人，而只看作贪婪的狼犬。他

又引原作者的话说：“原来专制主义与蔑视人道，本

是具有连带关系，决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如此的，

因为只有专制时代，才带着凶狠残酷的形式，表露那

些蔑视人道的事实；亦惟有在人的价值完全丧失的

时候，才容忍统治者唆使一班残忍的恶奴，任意荼毒

生灵。”胡绳发挥说：“我们既站在反法西斯的战线中

间，而在自己民族生活的历史上，又曾长期地经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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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理性与自由》，华夏书店１９４６年版，第２２页。

胡绳：《理性与自由》，第２０页。



种各样的独裁政治的专制时代，那么，就更不能不强

调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的精神。因此，就必须反对任

何‘蔑视人道’，不把人当人看的思想和事实。”①

———胡绳关于专制制度的本质是“蔑视人道”、

专制政体“带着凶狠残酷的形式”、专制主义具有“贪

婪的狼犬”的兽性的论述，完全是对马克思观点的发

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

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

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

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②又说：“专制制度必

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

靠兽性来维持。”③这是对专制制度之本质的入木三

分的刻画。

专制主义与蔑视人道相联系，而民主则与人的

尊严相联系，尊重人的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

髓。胡绳对此有很深刻的体认。在《思想的漫步》一

文中，他专门写了“人的尊严”一节，把人的尊严看作

民主思想的“根本前提”。他说，真正的人道精神用

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人当做人”。把人当作人，这

是一句看来很平常的话，而且又像是同语反复，但其

实不然。第一个“人”字所指的不过是生理的人，但

人们并不是常将生理的人当作真正的人；后一个

“人”字意味着乃是有独立的感情、独立的意志、独立

的思想的人。胡绳强调，只有“由自己的感觉、意志

和思想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人才算得是一个人，只

是由别人的感觉、意志和思想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

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这

是不把自己当做人的想法：‘我说怎样，你就得怎

样’，这是不把别人当做人的想法”④。

———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如此重视个人，这种

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当然是的，不仅是，而

且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

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⑤，“我

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⑥。当所谓“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宣称要“阉割掉自己下贱的个人，我

们只属于人类”时，我们看到马克思表现出何等的异

乎寻常的愤怒！马克思确认自由是人的本质，把人

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⑦。而

人的尊严正在于人的自由。胡绳对马克思的这一观

点可谓心领神会，他发挥说：“把自己当做人，就有了

自由；把别人当做人，就有了平等。———有自由，有

平等，于是才能有民主。”⑧这一发挥也绝不是胡绳

的杜撰。马克思说得好：“必须唤醒这些人的自尊

心，即对自由的要求。这种心理已经和希腊人一同

离开了世界，而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则消失在天国的

幻境之中。但是，只有这种心理才能使社会成为一

个人们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同盟，成

为一个民主的国家。”⑨

针对钱穆把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说成是

“欧洲中心的殖民文化”而加以排斥的观点，胡绳驳

斥说：“自然，我们也要从根本上反对那种浸透了阶

级统治和殖民地剥削意味的资本主义……但我们同

时要看出，就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四百年历史中，———

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初兴后的向上时期，在文化上也

发展起来了一种进步的因素，这就是民主主义文化

的进步因素。这种因素虽然本身也带有消极的一

面，但是比了在她以前一切的人类文化却是更进步

的。假如用‘殖民地经营’这样一句话来抹杀了这四

百年的资本主义文化，否定了其中一切比封建文化

更进步的地方，这只足以表明其对于人类文化史的

无知而已。”瑏瑠为了捍卫科学与民主，驳斥复古主义

者对所谓“西洋文化的罪恶”的批判，胡绳在１９４４年

５月专门发表了《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一文，文

章开篇就引证了胡适在１９２９年写的《我们对于西洋

近代文明的态度》中的一大段话，又在文章中间大段

引用胡适的论述，并且据此加以发挥，他在肯定胡适

的观点“合理”、“完全是对的”同时，也指出其观点还

有不够完备的方面瑏瑡。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

人物，而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忌讳认同自由主义的

合理思想因素的。

———这种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４００年历史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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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理性与自由》，第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４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４页。

胡绳：《理性与自由》，第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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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理性与自由》，第２７～２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０９页。

胡绳：《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载《理性与自由》，第７９～８０
页。

胡绳：《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载《理性与自由》，第１１６、１２１
页。



主主义文化的进步因素的肯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

义思潮的进步因素的肯定，难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吗？是的，它正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马克思、恩格斯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法国和德

国的近代政治革命尚未完成，而遥远的东方还处于

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

恩格斯首先将自身置于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最前

列。他们强调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必须首先争得民

主，所以，他们总是屡次说到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

《独立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马克思甚至以十分炽

热的语言赞扬新大陆的民主制度，盛赞这一制度能

使石匠的儿子成为总统，“能使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

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称林肯为

“工人阶级的伟大儿子”①。对于中国，马克思也充

满信心地憧憬道：“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最近的将

来势必向亚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跑到

这个最保守堡垒的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

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

字呢？”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之

所以以大量篇幅批判德国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德国

资产阶级只是想从专制制度那里分得一杯羹，其实

践仅仅表现为为了自身利益的无耻钻营；而德国哲

学家们热衷于建构自由主义的哲学体系，也只是反

映了他们的善良愿望，但现实却不是如他们所描绘

的那种玫瑰式的梦幻般的图景，哲学必须走向社会、

走向实践，研究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找到实现真正

的自由的途径。自由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终身捍

卫和为之奋斗的基本理念，恩格斯说得好：“自由主

义是社会主义之根”③、“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

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

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

发展”④。

胡绳强调：“专制主义的教育只能造就奴才……

民主主义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的人。……因为在一

群奴才中是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民主政治下的

全民教育就是承认与发展全体人民的人格，因为承

认所有的人民都是独立自尊有自主能力的人，所以

在政治上也就要实现全面的民主政治。”⑤胡绳在此

说得十分明确，所谓“承认与发展全体人民的人格”

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承认所有的人民都是

独立自尊有自主能力的人”。这就与专制主义的奴

化教育划清了界线。所谓“专制主义的教育只能造

就奴才”，就在于这种奴化教育是从根本上取消国民

之人格的。而所谓“人格”，只能是一个高度个性化

的概念：只要讲到人格，都是指的每一个体的人格，

如果他（她）还有“人格”的话。一切真伪的认知，一

切善恶的判断，一切痛苦和欢乐的感受，甚至对于群

体或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等等，都只能通过个人、

并在个人的心灵和行为中展示出来。人格就是

“ｐｅｒｓｏｎｉｔｙ”，就是具体地历史地存在着的活生生的

“个人”。当然，只有在不再把人引导到崇拜权势和

金钱的社会中，人才能真正具有健全的人格。

———胡绳的这一论述同样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

的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注重

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合理因素，恰恰是在

这一点上，最明显地体现着恩格斯关于“自由主义是

社会主义之根”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有生

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具有自由本质的个人作为理

论的出发点，而且把人的自由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

步的尺度，并且将其作为全部理论的归宿和落脚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

义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前提的一切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确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条件即前提，马克

思、恩格斯为什么不说群体优先的原则是人的自由

发展的前提呢？对此，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

济学手稿》中作了回答，他说，中世纪是“人的依赖关

系”，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的依赖关系”，而把共

产主义规定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就十分明确地

告诉人们，如果不以自由的个人为前提，也就难以与

中世纪的“人的依赖关系”划清界线了。

由以上论述可知，民主与专制是有确定区别的，

在人的尊严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不过，张分田

先生关于专制与民主复杂关系的思考也不是全无道

理，这一思考有助于避免学术研究中简单化、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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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片面性的弊病，也可以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中

具有的某些民主性或人民性的思想因素更为重视。

二、以唯物史观为依据，
确认自秦迄清的中国社会

性质为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第二个理论误区是盲目

追随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说”。钱穆认为，中国自秦

以下两千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而是

“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其依据是：第一，皇帝为全国

民众共同拥戴。以汉代为例，“汉王室……实系中国

全国民众共同结合，组织中央政府，设首都于长安，

而拥戴刘氏为天子”。第二，宰相制度，帝王非一人

大权独揽。第三，政府内部各部门互相制衡，宰相亦

不得专权，如唐朝有门下封驳制度，“于宰相建白例

许驳正”。第四，科举制度。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

员，完全来自民间，“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

众组织”。综上所述，钱穆总结说：“中国传统政体，

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非难。吾人若为言辞

之谨慎，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①如今否认

中国传统政治为专制主义的人们，说来说去无非还

是钱穆所列举的这些理由。

皇帝是全国民众共同拥戴的吗？稍有历史知识

的人都知道，皇位的取得在中国历史上无非是两种

方式，一是强夺，二是篡窃，钱穆的这一观点实在不

值一驳。至于他所说的宰相制度、门下封驳制度、科

举制度，等等，倒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皇帝

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衡？吴晗

《论皇权》一文对上述各种制度与皇权的关系作了论

述，认为这些制度对皇权的制约实在非常有限，其存

在丝毫不能说明这就是“中国式之民主政治”。胡绳

也指出：“科举制的实行，诚然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

的一个特质，即它不是贵族政治，而是官僚政治。

……这些官僚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像金字塔一样

地压在人民的身上，而居于最高顶点的则是专制君

主。因此官僚制度之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君主专制，

恰恰相反，它只是在这一庞大的国土上中央集权的

君主专制得以维持的有力支柱。”②胡绳指出了中国

传统政治的特质是官僚政治，但真正对此作系统研

究的则是王亚南。

王亚南以翻译马克思《资本论》而驰名海内。其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出版于１９４８年，堪称是一

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不朽杰作。在这本书

中，他虽然没有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学理和方法，但

人们却可以看到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何等的全面

和深刻。他以经济与政治之统一的标准作为判定社

会性质之依据，既看到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

理、意识形态的派生关系，又把这些要素看作一个无

穷无尽的相互作用的网络，全然没有丝毫教条主义

的意味，充分展示出唯物史观乃是最全面、深刻而无

任何简单化、片面性弊病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

王亚南给自己规定的研究任务是：“从社会的意义上

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

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

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③其

中最精彩的部分，乃是他的弟子孙越生所说：“以历

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

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

做了慧眼独具的剖析”④。

１．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三种性格”。

王亚南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必须从该

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讲起。这些特殊的表象分别

体现在它的“三种性格”之中：一是长期延续。二千

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而以“中国通”

见称的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在论到

中国中古历史阶段时，特别强调“二千年官吏与农民

的国家”这句话，那也不外表示那个历史阶段是由官

吏支配农民，是施行官僚政治。二是包摄范围之广

阔。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组织，显然存在着一个

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

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

维持，而是靠纲常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

被宣扬来代替“法治”。中国的学术、思想与教育，也

好像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学术、思

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三是影响之

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人生观，都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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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天罗地网之中，使全体

生息在这种政治格局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

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视为最自然最

合理的政治形态①。

２．论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之经济基础———士大

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农民的悲惨地位。

针对某些学者把士大夫阶层说成是一个“超阶

级”的社会阶层的观点，王亚南深入探究了中国专制

官僚政治之社会经济基础，揭示了中国士大夫阶层

的特殊利益。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不能

刻板地硬套一般社会史的发展公式，但代替贵族行

使支配的官僚，并不曾因此就“特殊到”成为“超阶

级”的阶层。把他们同欧洲专制时代的官僚比较，也

诚然像瓦尔加所说，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治阶级”，

但借魏特夫批判黑格尔的话来说：“中国官僚阶层对

于所谓‘自由’农民，对于农民重要生产手段的土地，

乃至对于土地的收益，不是握有明白的权力么？”一

句话，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

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

那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

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

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了地主

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了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

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疑是一些分别

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们假

托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同把大皇帝的

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

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

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

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②。

王亚南认为，中国专制官僚政治的帝王绝对支

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对土地的全面控制上，以及

由此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

上。以对土地的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以如

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

于是，整个政治权力，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

配于全体官僚之间以保持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

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

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汉高祖对

“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所表示的优容，宋太祖劝

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的深谋远虑，皆

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

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

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结局是，做官总有机会发

财，有官斯有财，有财斯有土，有土斯有社会势力和

身份。中国人把做官看得重要，最基本的理由就是

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或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

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

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③。

王亚南认为，一部二十四史既是相斫史，又是一

部贪污史，而“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则是“官僚

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的最主要的方

面④。在中国官僚政治体系内，有一种握在官僚手

里的特殊的商业、手工制造业和高利贷业。经商成

了国家公务的一件重大的事，中国仕宦不像欧洲贵

族那样把商业看为“不洁”、“不自然”的行业，且从而

“追逐之”。商业如此，伴随商业而产生的高利贷业

亦是如此。以谷米为重心的商业如此，一切日用品

如盐、铁、酒、布也就自然变成官业对象。官卖、官

营、官贷的经济活动，虽然间或也引起一两个好心肠

的士大夫发出“与民争利”的叹声，但一般的仕宦却

可用“为民兴利”的大口实来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合

理化”。他们在朝时千方百计地去接近各种形态的

官业，在野时又“先天地”注定是族产、学田、积谷

……一类公共产业的经管者。他们无论是把持朝

政，抑或武断乡曲，始终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的

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

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

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

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

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

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

机会发混财。

针对钱穆关于传统的中国式的民主社会“土地

所有者和佃户实同为国家的公民，并没有不平等的

剥削关系”的观点，王亚南依据史实作了严正的驳

斥。他指出，从史书的大量记载来看，处于“不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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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且又役之”，“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重压下的农

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以饥饿自

卖”，并“嫁妻卖子”。“御用史家们吹嘘的‘汉唐盛

世’，应当不是指着这些在他们看为污浊寒酸的光

景，而是就其对极的‘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奴婢

千群’（见《后汉书》仲长统传）的阔绰场面说的”①。

王亚南还特别指出，中国农民困苦的基本原因，与其

说是由于正规租赋课担太重，毋宁说是由于额外的、

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于繁多。他们不像

欧洲中世纪农奴只有一个“顶头上司”，即领主直接

对他们行使剥削；社会的一切大小官僚豪劣，乃至与

他们夤缘为奸的商业、高利贷业者，都能找到机会和

口实，个别地或联合地予他们以经济损害②。总之，

“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一定要造出

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

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

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

互影响的，它们连同作用起来，很快就使社会经济导

向孟轲所预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

局。中国历史上是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大破局

的”③。这是对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震荡之原

因的深刻总结。

３．论科举制度、帝王尊孔和儒家的政治理想。

科举制度是钱穆讴歌传统社会为“平等的社

会”、为“中国式之民主”的一个重要论据，王亚南依

据史实，对这一观点作了廓清。他说，首先要看到官

人举士之法历代并不限于科举。依宋任子制：一人

入仕，其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官愈大，所荫愈多，甚

有荫及本宗以外之异姓，荫及门客的。明初荐举盛

行，此后亦杂流并用，清以科目、贡监、荫生为正途，

荐举、捐纳、吏员为异选。恩荫既行，不仅为变相世

袭之继续，且还推恩于贵者之亲故。其次科举取士

的内幕也是污浊不堪。顺治十年的上谕说：“提学官

未出都门，在京各官开单属托；既到地方，提学官又

采访乡绅子弟亲戚，曲意逢迎。甚至贿赂公行，照等

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④王亚南指出，专制君

主及其大臣们施行统治，没有任意拔擢人的特殊权

力，就根本无法取得臣下的拥戴。任何人走上仕途，

如全凭考试，他们就不会对上峰“竭智尽心，以邀恩

宠”。所以，任一施行科举制的王朝，都必得为专制

君主保留亲自钦定的制举方式，必得为其他大官僚

保留铨选、选授、衡鉴一类的拔用方式。科举制也希

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更大目的却在于把

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其结果是一般士大夫

总是薰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

死活为念。做官第一主义，本来由儒家的政治哲学

立下了坚实基础，但其充分发挥却是由于科举制⑤。

依据马克思关于掌握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

阶级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的

观点，王亚南说明了皇帝和官僚集团为什么尊孔的

原因：第一，使不合理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取得合

理的依据；第二，将藉此继续制造出或生产出维护那

种占有的动力；第三，将用以缓和或团结同一支配阶

级内部的分离力量⑥。“老子主无名无为，不利于干

涉；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便于专制。

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

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巩固君权之目

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帝王驭民之策，殆

莫善于此，狡猾者遂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⑦

任何一个专制君主，无论他的政权是怎么得来的，不

管是出于强夺，抑或是出于篡窃，他一旦登基，总不

会忘记提出与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对的大义名分来，

藉以防阻他臣下的效尤“强夺”或“篡窃”。所谓“窃

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个道理。孔子除了

经师和教育家的资格外，还有一个政治说教者的资

格。孔子历访各国，以冀学之见用，道之得行，而这

点却为以后儒家政客官僚作了投机干禄的榜样。至

其教人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后儒为目的不择手

段的实利主义精神，固因此渊源有自。———当然，对

于皇帝为什么尊孔，还是引皇帝说的话最为有力，如

清朝雍正五年（１７２７）秋七月癸酉谕礼部：“惟有孔子

之教……在君上尤受其益。”⑧

钱穆说：“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都已经将那些

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超越。……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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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能够依着先秦这个理想逐渐作去，实在是了不

得。中国的理想本来已很高，很完美……将来还要

这样做去。”①王亚南指出，这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

阶层的政治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国官僚政治支配下

的必然产物，说明中国士大夫辈对于专制官僚统治

中毒之深，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王亚南从社会

心理学的观点揭示了钱穆等人之所以讴歌专制官僚

政治的根源。他说，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

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

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

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而

“从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期

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会事象视为当然，而不论它们

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为稍有现代政治意

识与人类同情心的人所不忍闻和不忍见。然而，对

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为那

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

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

政治上的实利主义与历史惰性锢蔽了他们，使他们

不能相信固有的社会政治形态以外还有什么

理想②。

王亚南依据唯物史观，对区别于西方的中国传

统政治的特殊形态作了实事求是的剖析，从而彻底

驳倒了钱穆否认自秦迄清的中国社会形态为专制主

义的观点，对于一般学者只讲君主的专制而忽略士

大夫之专制的观点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补证。唯

物史观的方法，说到底，只是实事求是而已。任何一

个学者，只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都能得出与唯

物史观一致或相近的结论，如能将王亚南的《中国官

僚政治研究》一书与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一书对读，对于客观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

自会受益无穷。

三、以唯物史观为依据，
认清程朱理学的专制主义本质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上层

建筑又有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之分。一般

说来，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统治思想与经济基础和

政治制度是一致的。惟其如此，所以钱穆既肯定传

统的政治制度，又推崇孔子的思想和程朱理学，这本

不足为怪。令人诧异的是，徐复观既然痛斥钱穆“中

国式之民主说”为“良知的迷惘”，却推崇程朱理学是

“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③。仿佛已成自

由主义者的余英时，也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以

朱熹主张“格君心之非”等言论来证明他的老师钱穆

的观点。在这里，统治思想居然成了政治制度的对

立面。在这里，仿佛那些绝顶精明的皇帝如朱元璋、

朱棣、爱新觉罗·玄烨之流在选择什么学说作为统

治思想方面全都成了白痴，他们要确立一个体现着

“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思想来与自己

对着干了。可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是不明白这一

点，他们除了崇拜钱穆，也对徐复观和余英时的观点

趋之若鹜。把政治制度与统治思想加以割裂，美化

专制统治思想，遂成为目前“专制”问题讨论中的又

一思想误区。

要廓清这一理论误区，回顾一下侯外庐对程朱

理学所作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是十分

有益的。程朱理学是哲学、政治和道德思想的混合

体。在西方，诚如恩格斯所说，哲学是一个更高地悬

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其与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往往

由于经过了许多中间环节而显得模糊和参差；但中

国则不尽然，尤其是像程朱理学这样的作为统治思

想的理论体系，其哲理往往是、或直接就是为论证政

治伦理服务的，其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显得非常密

切。要认识程朱理学，就必须认真研究传统的皇权

官僚专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研究社会的

经济政治结构和阶级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

系给思想家究竟提出了什么必须解决的问题。侯外

庐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不仅具有

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素养，

更具有乾嘉朴学的朴实学风和扎实功力，所以，他对

程朱理学所作的社会分析、逻辑分析和价值判断也

就具有高出常人一筹的眼光。

１．程朱理学与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

侯外庐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传统社会的土

地制度是土地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国家乃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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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正是这种国家对于土地的最高

所有权导致了专制主义，构成了专制主义的经济基

础。这一观点在史学界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但无

论如何，人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

在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可以进，雨可

以进，国王不能进”那种严格的法权意义上的私有

制。但这种土地国有又是通过“土地权力上的品级

结构”来体现的，土地国有实际上表现为整个专制官

僚体制的官有，宝塔式的官僚体制下的各级官员通

过其名分而取得了其对于土地之占有的“相对合法

的权力”：“在中国，我们称他们为身份性地主或品级

性地主。一般说来，他们依据名分而有免役免课的

特权，因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具有相对的合法占有的

性质。但……其土地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皇帝

追回或追赐以至夺爵、抄没”①。另一方面，还存在

着“非品级性”或“非身份性”色彩的庶族地主，他们

也占有一定的土地，却还没有在名分上使这种占有

具有完全合法的性质；或者在取得相对合法性质的

同时，又被国家规定的赋役法在贡纳形态上剥夺了

地租的一部分以至大部分。而农民，则是以其土地

所有权的丧失而换取使用权。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皇权、享

有特权的士大夫、无特权的庶族地主和农民。皇帝

要的是自己的最大利益和天下太平；士大夫要维护

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想让皇帝凭自己的好恶而被夺

爵、抄没；而庶族地主和农民最憎恶的就是士大夫的

特权。三者的利益博弈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展

开。王安石“看到品级性地主阶级以及有特权的官

僚贵族的土地兼并在农村剧烈地进行，看到无特权

保护的下等农户或贫苦的农民把饥饿的婴孩抛弃路

旁，看到在苛税重役下农民丧失生产的能力，看到吏

胥的侵渔贪墨……看到饥荒的岁月富人闭籴不出。

这一切，对一个‘希踪稷契’的进士说来，不能不成为

他要求政治改革的刺激因素”②。侯外庐逐条分析

了王安石颁布的新法的内容，以大量事实展示，变法

是如何触犯了品级性地主的特权、动了他们的钱袋

子、又如何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他们口袋里的

钱多了一点。于是，作为品级性地主的旧党士大夫

结成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同盟，他们破口大骂王安

石“以贱陵贵”，“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他们集结于

洛阳，于是就有了所谓洛党，于是就有了所谓洛学，

主要是二程的理学。王安石变法最终在旧党士大夫

的反击下失败，侯外庐以悲凉的笔调描述了这位悲

剧人物的身前身后，并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在中国

传统社会，任何改革，只要触及到官的利益就甭想成

功，从“二王八司马”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戊戌

维新，无不如此。

吊诡的是，王安石要伸张皇权，而程朱则要君主

“正心诚意”，要“格君心之非”，于是前者就似乎成了

专制的化身，后者就似乎成了反专制的斗士。问题

的关键在于，王安石依靠皇权、伸张皇权究竟要干什

么。侯外庐回答了这一问题，除了限制士大夫的特

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外，就是要富国强兵，解决国家

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边患问题，王安石是真正以民众

的疾苦、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为念的。与此相

反，二程的所谓“格君心之非”是要君主恪守孟子所

谓“为政不难，不获罪于巨室”的古训，不要信任王安

石这样的“奸诈小人”来变乱国家成法；要时时以孟

子的“王霸义利之辨”来警醒自己，不要因追求富强

而做“喻于利”的“小人”。当然，这里的关键仍然是

专制法权所规定的士大夫的利益。侯外庐论证说：

“王安石注意的是物力户，而打击的是形势户，这就

不能不和封建法权发生冲突，皇帝也是不能不怀疑

的。杨龟山集卷六有两条神宗和王安石关于爵禄和

等级制的问答，便可以作证。王安石以爵禄可以随

意升降，等级上下不必常处于不变地位，曾遭到杨龟

山的反驳，说王安石的忽视等级的天命决定论，是

‘谬悠荒唐之说’，是破坏封建制法权的举措。总之，

新法所代表的阶级性是异常明白的。在阶级矛盾的

夹缝中，王安石必然要走向悲剧。文彦博对神宗说

的，陛下应在和士大夫处或和庶民处之间选择一条

路，这话是富有煽动性的。”③读了侯外庐的这些论

述，所谓“宋代理学士大夫与皇权的博弈”究竟要干

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人们总是指责唯物史观是

经济决定论，但经济往往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不

是吗？

２．程朱理学：“专制主义的理论的中国版”或

“权威原理的代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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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不仅重视社会分析，更注重逻辑分析与

社会分析之结合。他强调，研究程朱理学，不能把程

朱的思想西洋化，更不能把他们马克思主义化。我

们所要考察的程朱思想，是１１～１２世纪的二程和朱

熹本身，可是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现代一些人所

塑造的柏拉图化的程朱、亚里士多德化的程朱、黑格

尔化的程朱，甚至是把程朱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混同

在一起的程朱。要把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改变为

历史主义的态度，就要实实在在地研究１１～１２世纪

的二程和朱熹本身。侯外庐强调，每个原理都有其

出现的世纪，客观唯心主义也各有其出现的世纪，因

而有朱熹思想出现的世纪，也有黑格尔思想出现的

世纪，不能混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与权威原理

相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应的是十八

世纪”①，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正是中国专制主义时

代的“权威原理的代数学”②。

他说，二程的所谓“天理”，是在品级结构再编制

的时期对于特权法律的一种精神上的虚构，并不类

似柏拉图的作“形式”解的ｉｄｅａ。其所谓“理”套自禅

宗的真如佛性，禅宗“南宗”的大照已经称佛性为

“理”。所不同者，道学家的“理”更多地具有专制主

义品级结构里的道德律令的性质。二程常侈言排

佛，他们所持的理由，正如契嵩所指出，就是说佛徒

逃避了君臣关系，因而不能直接作为维护专制主义

的工具。二程赋予“天理”以道德律令的意义，因而

为专制主义的法律虚构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哲学根

据。二程公开宣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

于天地之间。”“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

为了维护专制特权，二程明白地提出了目的论的世

界观：“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

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

在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中，“君子”是应该得大头的，这

是不可逆的天理。天理规定的秩序就是如此，“天地

生物，各无不足之理”，那么，守分地“知天命”就是

“达天理”，安命地“尽分”也就是“穷理尽性”。后来

一切讲伦理纲常的“圣论”以及“劝善书”都自称理学

宗传，不是没有根据的③。

关于朱熹的思想，侯外庐说，有人总想在朱熹的

“理”上找出规律性来，作为“合理的因素”，但我们的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理”是特权者，它可以颐

指气使，利用权威来自由自在地生天生地，动阳静

阴，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它在天为帝，在地为君，所

谓“至矣极矣”、“皇哉堂哉”，和一般所说的规律性的

理，即和从现实中所分析出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

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同；相反，这个“理”却

任意创造规律。不管是什么超乎物质规律的奇迹和

鬼怪，朱熹都肯定说“有此理”。唯一的“理”如何流

行显现为“三纲五常”，这是朱熹哲学为专制主义说

教的关键之一，因而在他的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

置。“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

变”。“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所谓损益者，亦是要

扶持三纲五常而已。三纲五常终变不得”。纲常不

但永恒不变，而且是早已被“理”所规定的伦理原则，

谁也不能逃避，即所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

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所谓“理一分殊”之

说完全是为专制主义的品级结构和等级制度所建构

的理论。专制主义的等级思想是贯彻在朱熹哲学中

的一条黑线，不管是他的自然观还是社会观，道德论

还是人性论，其最后归宿都是要证明这种“等级差

别”，而以“圣人”为宇宙的枢纽（与基督教的上帝不

同），圣洁的“圣人”终于下降为现实的皇帝，“净洁空

阔”的“理”终于下降为现实的皇极，乃是“专制主义

的理论的中国版”④。

不可忽视的是，被李泽厚吹嘘为“空前地树立了

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这一程朱理学的道德

光环，侯外庐亦不同意。不错，在程朱理学中，似乎一

切都显示为善与恶的对立，然而，真正的主体却不是

独立自由的个人，而是“圣人”和等级秩序。“圣人”是

至善的“理”的体现者，而民众则经常处于作为罪恶根

源的“气”的控制之下，于是“圣人”便“继天立极”地接

受了“治而教之”的使命。“圣人”与凡庸的民众的对

立，经过理学的思辨结构便被神秘地转化为善与恶的

对立或“理”与“气”的对立。朱熹以一个“天真的比

喻”将其抽象的思辨转为现实生活的具体，他把天命

比喻为皇帝，把“心”比喻成皇帝所差遣的各种品级官

位，把“性”比喻为各种职事，把“气禀”比喻成等级制

度的不平等存在。人类的“粗细”品级，既指德性学行

的品级，也指社会的品级结构；而“圣人”是有例外权

９５１　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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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４８页。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４卷下册，第６０９页。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４卷上册，第５７５～５７６页。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４卷下册，第６３７～６３８页。



的最高的品级，因为他的“气”生来就是透明的，所以

能够完全体现“性”即“理”。按照这种颠倒的意识，专

制主义对人民的残暴压迫，不仅是道德的，因为它代

表了善对恶的征讨；而且是合理的，因为它体现了以

精神驾驭物质、“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法则①。在

这样的思辨结构中，哪里还有什么独立自由的个人的

主体性可言呢？

３．程朱理学是强化了专制还是缓和了专制？

王安石改革要依靠皇权、伸张皇权，士大夫要维

护自身的特权也需要依赖和强化皇权，使皇帝能“正

心诚意”地“不获罪于巨室”。且看二程和朱熹的论

述：“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②“三纲五常，天理

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③“君臣之际，权不可

略重，才重则无君。”④这些话为维护皇权的独占性

想得何等的周到！二程和朱熹的这些论述，究竟是

缓和专制还是强化专制呢？

更有甚者，是以“人伦天理之至”的名义设置了

一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网罗。专制主义意

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就是以抽象的整体利益（国家、

人民、大多数）的名义剥夺个人权利。如前所引，二

程和朱熹都大讲三纲五常是“人伦天理之至”，“无所

逃于天地之间”的，这些话似乎是以往的儒家都没有

明确说过的，洁身自好的人对官本位体制惹不起还

可以躲得起，可以当隐士，但有了程朱理学就不行

了。明太祖朱元璋依据程朱理学而制定了“寰中士

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

之过”⑤的恶法。《明史·刑法志一》洪武十八年

（１３８５），朱元璋制定《大诰》，有十条规定，其中一条

是“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又据《明史·

刑法志二》记载：“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

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

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所以，黄宗羲要把这一

专制恶法的制定归罪于程朱，在《明夷待访录》中痛

斥“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程朱理学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天下，“深于用法，

而果于杀人”⑥。他们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做。

王夫之批评朱熹为“申韩之儒”，列举了几条证据：一

是“以闺房醉饱之过掠治妇人，以征士大夫之罪”，这

是朱熹在１１８２年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期

间对官妓严蕊严刑逼供、以罗织台州知府唐仲友罪

名的事。二是“其闻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这是

绍熙五年（１１９４）的事，朱熹时任知潭州荆湖南路安

抚使，抢在宁宗赵扩的“登极赦书”下达之前，从狱中

取出“大囚”１８人，“立斩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夫之比较客气地说：“君子所甚惧者，以申韩之酷

政，文饰儒术，而重毒天下也。朱子于此，有遗议

矣。”⑦又说：“自宋以来，为君子儒者，言则圣人而行

则申韩也，抑以圣人之言文申韩而为言也。……后

世之死于申韩之儒者积焉！”⑧再看看明清时期的帝

王杀人何等残酷，看看笃信程朱理学的曾国藩、李鸿

章之流如何杀人如麻，甚至成千成万地屠杀战俘，就

可以知道，把程朱打扮成“反抗专制”、“缓和专制”的

英雄是多么不合乎历史的实际。

当然，也不能说海外学者对于程朱理学的研究

就完全没有某些合理性的因素。他们的论著为我们

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然而，我们除了读钱穆、徐

复观、余英时的书以外，何不也读一读侯外庐、钱锺

书、萧萐父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呢？

（本文作者：许苏民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

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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